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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好大学值得吗

———对大学质量回报的估计

刘泽云　邱牧远①

(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中国工商银行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北京 １０００２５)

　　摘　要　国内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大学教育数量的经济回报,较少关注大学教育质

量的经济回报.由于存在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和异质性回报,OLS、匹配法和工具变量法

等方法都难以正确估计大学质量的回报.本文基于２００４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以
“２１１”大学作为中国高质量大学的标准,使用赫克曼等人建立的异质性模型,发现我国

大学质量的平均回报率(ATE)为１１．４％.这说明在中国,大学质量对劳动者的收入存

在正面影响.研究还发现无论对于处理组还是非处理组,选择偏差均为负而分类收益

均为正,表明个体基于比较优势自愿地做出了是否上“２１１”大学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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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劳动者可以提高自身的生产率进

而提高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的工资.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最重要的途径,因
此,研究劳动者受教育状况与其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劳动经济学和教育

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多数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分析劳动者所受教

育的数量(通常用受教育年限衡量)对其工资的影响,并利用微观数据建立计量

模型估算教育回报率.大量国内外研究都表明受教育年限存在正的回报率.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在分析人力资本投资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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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仅仅考虑教育数量是不够的,必须同时考虑教育质量.对此,贾米森(E．
A．Jamison)等形象地指出:“我们不可能希望非洲落后地区和欧洲发达地区受

相同教育年限的劳动力所积累的人力资本是相同的.”(Jamisonetal．,２００７)自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特别是９０年代以后,很多国外的研究致力于估算教育质

量或学校质量对劳动者工资的影响(即教育质量或学校质量的经济回报),并在

计量方法上不断改进(Speakman & Welch,２００６;Hanushek & Woessmann,

２００８;Betts,２０１０).本文将考察劳动者所上大学的质量对其工资收入的影响,
即估计上一所好大学能给个人带来多大的经济收益.在中国,通过高考的激烈

竞争进入高质量大学的都是天赋很高的学生,这些高能力的学生即便不进入好

大学,也能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较高的收入.因此,他们从高质量的大学教育

中能获得多大的经济回报是值得研究的问题.①

已经有一些研究对我国大学质量的经济回报进行了估计,多数发现大学质

量存在正的经济回报(任兆璋、范闽,２００５;刘泽云、邱牧远,２０１１;Zhong,２０１１;

Lietal．,２０１２;范静波,２０１３),还有研究发现是否就读于高质量大学对在校大

学生的期望月薪没有显著影响(Loyalkaetal．,２０１２).这些研究对于本文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它们在大学质量的衡量、大学质量回报的估计方法以及研

究样本的选择这三个关键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城镇居民住户调查中大学学历劳动者的数据,以

“２１１”大学作为中国高质量大学的标准,运用赫克曼(J．J．Heckman)等人提出

的异质性模型(heterogeneousmodel)(HeckmanandVytlacil,１９９９;Heckman
etal．,２００６;Carneiroetal．,２０１０),对我国大学质量的经济回报做出了定量估

计.就笔者搜集到的文献来看,这是国内外研究中首次运用异质性模型估计教

育质量的经济回报.

二、大学质量的衡量

对于衡量大学的质量,相关研究并未达成共识.在国外的研究中,通常使

用两种方法衡量大学质量.一种方法是使用大学的投入指标(如教师平均工

资、生师比、教师学历、学费、学生平均入学成绩)衡量大学的质量,或基于若干

类投入指标生成大学的教育质量指数(Black & Smith,２００４;Long,２００８;

Borgen,２０１４).另外一种方法采用大学的等级作为识别大学质量的标准.例

如«巴朗美国大学年鉴»(Barron􀆳sProfilesofAmericanColleges)根据大学入

学的竞争程度将美国的大学划分为六个等级,有研究者根据该年鉴提供的大学

① 李宏彬等人(２００８)基于中国双胞胎样本数据的研究表明,教育收益率的 OLS估计值是双胞胎

样本估计值的３倍.他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能力偏差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非常大,换言之,用
OLS方法估计出来的教育收益率中绝大部分应归因于被遗漏的个人能力和家庭背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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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衡量美国大学的质量(Brand& Halaby,２００６;Long,２０１０).
在我国,无法通过公开途径获得高等学校的投入数据,因此针对我国的研

究在本质上都是使用大学的等级识别大学质量.例如,任兆璋和范闽(２００５)、
刘泽云和邱牧远(２０１１)以及李宏彬等(Lietal．,２０１２)以“２１１”大学为高质量大

学,罗亚卡(P．Loyalka)等以在高考中第一批次录取的大学为高质量大学

(Loyalkaetal．,２０１２).这两种方法合理地利用了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些制

度特征.钟海(Zhong,２０１１)用被访者自报的所上大学在全国的排名情况衡量

大学质量(分为很好、较好、中等和中等以下四类),这种方法过于主观,难有说

服力.而范静波(２０１３)以是否为全日制高校衡量大学的质量,显然有失合理.
本文也使用大学的等级衡量其质量.然而,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个被广泛认

可的高校排名.因此,本文根据相对而言权威性最强的教育部确定的“２１１”大
学来识别大学的质量.也就是说,如果个体所上的大学是“２１１”大学,就认为其

接受了高质量的大学教育.这种方法当然有其局限性,譬如:是否为“２１１”大学

并没有一个公开、科学的评判标准;“２１１”大学之间存在质量差异,非“２１１”大学

之间也存在质量差异,等等.但是在无法获得相关数据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

个可行的办法.
中国政府早在１９５４年便确立了重点建设一部分高等学校的政策,当年确

定了６所全国重点大学.此后陆续增加重点大学的数目,截至１９８１年,共确定

了９６所全国重点大学,这些学校在师资队伍、科学研究、教学管理、校园建设等

方面都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① 此后,中国政府停止了重点大学的评选.

１９９３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在２１世纪

重点建设１００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和专业的建设工程,简称“２１１
工程”,被列入这一工程的学校被称为“２１１”大学.１９９５年,原国家计委、原国家

教委、财政部发布«“２１１工程”总体建设规划»,“２１１工程”正式启动建设.“２１１
工程”的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重点学科、公共服务体系和学校整体条件建设三部

分.１９９５—２００８年,陆续有五个批次的大学入选“２１１工程”.２００８年以后,
“２１１”大学的数量固定为１１２所,不再发生变化.②

在中国,“２１１”大学是各级政府重点建设、高中毕业生首先选择的大学,还
是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做出雇佣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甚至国外大学在招收中国

留学生时也会考虑学生是否毕业于“２１１”大学.因此,“２１１”大学可以作为高质

量大学的代理变量.一个可能存在的问题是,本文样本中包含了１９９５年之前

上大学的劳动者,这部分人在接受高等教育时还未实施“２１１工程”.笔者整理

发现,原先的重点大学后来都成为“２１１”大学,这些重点大学自建国以来就得到

①

②

http://www．moe．gov．cn/edoas/website１８/level３．jsp? tablename＝１２２２１３９７０７２２８２５１&inＧ
foid＝１２２３５１３７１１３５０１０２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９４/２０１００２/８２７６２．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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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重点投资,历来都是中国质量最好的大学.而少数“２１１”大学尽管不是

原先的重点大学,但也都是办学时间长、办学质量较高的大学.因此,用“２１１”
大学来代表高质量大学是可以接受的.

三、估计大学质量回报的方法

(一)传统的估计方法

　　估计大学质量回报的基本方法是在明瑟收入方程中加入衡量大学质量的

变量(Speakman& Welch,２００６).即:Yi＝γDi＋βXi＋Ui.Yi是工资收入的自

然对数,Di是衡量大学质量的变量(Di＝１表示个体上的是“２１１”大学,Di＝０则

反之),Xi是控制变量,Ui是随机误差项.参数γ的普通最小二乘(OLS)估计值

即为大学质量的回报.

OLS的本质是在控制可观测因素的情况下,比较接受高质量大学教育和低

质量大学教育的个体的平均工资差异.这种方法存在两个缺陷(Black &
Smith,２００４):其一,假定对数工资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而这一假定

在现实中可能不成立;其二,可能违反公共集(commonsupport)假设,即在给定

了解释变量的取值后,有时只存在接受高质量大学教育的个体,或者只存在接

受低质量大学教育的个体,从而无法比较两类个体的工资差异.针对上述情

况,常用的一种解决方法是匹配法(Matching).匹配法放宽了被解释变量与解

释变量存在线性关系的假设,并且有效地处理了公共集假设问题(Black &
Smith,２００４;Brand& Halaby,２００６;Long,２００８).

无论 OLS还是匹配法,都要求条件独立假设.也就是说,在控制了可观测

的特征之后,个体进入何种质量的大学是随机的,因而进入不同质量大学的个

体的收入差异就仅仅归因于大学质量的不同.但是,由于存在不可观测的异质

性(即同时影响个体教育选择和收入的不可观测因素),将导致可观测特征相同

的个体接受何种质量的大学教育并不是随机的,因而使用 OLS和匹配法估计

出的大学质量回报都是有偏误的.
相关研究主要使用四种方法处理不可观测的异质性.第一种方法是为不

可观测因素寻找代理变量.例如用个体的智商、学习成绩、父母的教育年限、家
庭收入等作为个人能力和家庭背景的代理变量(Long,２０１０).第二种方法是

工具变量法.例如用居住地一定半径范围内高等学校的平均教育质量作为个

体是否接受高质量大学教育的工具变量(Long,２００８).第三种方法是利用双胞

胎样本的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双重差分去除不可观测异质性的影响(Behrman,

etal．,１９９６).第四种方法是使用断点回归(Hoekstra,２００９).
在针对我国的研究中,任兆璋和范闽(２００５)、钟海(Zhongetal．,２０１１)、李

宏彬等(Lietal．,２０１２)和范静波(２０１３)主要使用了 OLS方法.其中,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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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etal．,２０１１)使用父亲受教育程度和职业作为个人能力和家庭背景的

代理变量,李宏彬等(Lietal．,２０１２)使用个人高考成绩、父亲受教育年限、父母

的干部身份和收入等作为个人能力和家庭背景的代理变量.刘泽云和邱牧远

(２０１１)以及罗亚卡等(Loyalkaetal．,２０１２)使用了匹配法,其中罗亚卡等还使

用了断点回归方法.

(二)异质性模型

赫克曼等人提出的异质性模型(Heckman& Vytlacil,１９９９;Heckmanet
al．,２００６;Carneiroetal．,２０１０)认为,在估计处理效应时,不可观测的异质性

还会导致个体基于不可观测的特征对未来潜在收益进行比较,从而做出是否接

受处理的选择,因此不同个体的处理效应是异质的.也就是说,不同的个体从

大学质量中获得的回报是不同的,大学质量的回报存在异质性.在这种情况

下,无论是 OLS、匹配法,还是常用的代理变量、工具变量、双胞胎模型和断点回

归等方法,都无法得到大学质量回报的正确估计量,而应该使用异质性模型.
已有一些关于我国的研究用异质性模型估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回报率(李雪松

和赫克曼,２００４;Fleisheretal．,２００４;Wangetal．,２００９;张巍巍和李雪松,

２０１４),①但目前还没有人使用异质性模型估计大学质量的回报.
下面介绍本文使用异质性模型估计大学质量回报的方法.

１．各种处理效应的定义

是否上“２１１”大学可以被视为一个处理(treatment):上“２１１”大学的个体是

处理者(thetreated),即接受了处理;未上“２１１”大学的个体是非处理者(theunＧ
treated),即未接受处理.上“２１１”大学对收入的影响就是处理效应(treatment
effect).设Y 为结果变量(outcome);Yi１为接受处理状态下的结果,即个体i上

“２１１”大学的潜在(potential)收入;Yi０为未接受处理状态下的结果,即个体i未

上“２１１”大学的潜在收入.之所以称为“潜在收入”,是因为在现实中,对于某一

个体i而言,我们只能观测到Yi１和Yi０二者中的一个.Di＝１表示个体i上的

是“２１１”大学,Di＝０则反之.
假定个体i的潜在收入由可观测的因素X 和不可观测的因素U 共同决定:

Y１i ＝β１Xi＋U１i,Y０i ＝β０Xi＋U０i　 且有 　E(U１i|Xi)＝E(U０i|Xi)＝０
由此,

Yi ＝DiY１i＋(１－Di)Y０i ＝ [(β１－β０)Xi＋(U１i－U０i)]Di＋β０Xi＋U０i

可见,上“２１１”大学给个体i带来的回报为:

γi ＝ (β１－β０)Xi＋(U１i－U０i)
其中,(β１－β０)Xi 是由可观测的异质性带来的回报,U１i－U０i是由不可观测的异

① 此外,蔡淑铃和谢宇(Tsai& Xie,２０１１)用异质性模型估计了台湾地区高等教育的回报率,袁诚

和张磊(２００９)基于类似的 Roy模型考察了我国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大学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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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带来的回报.由此可以看出,大学质量的回报会随着个人特征的变化而变

化.γi 的均值为:
􀭵γ＝ ATE＝E(γi|Xi)＝E[(β１－β０)Xi]

􀭵γ为“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treatmenteffect,ATE)”,即随机从接受过高等教

育的人中选定一个个体,上“２１１”大学与不上“２１１”大学的期望收入差距.
研究者还关心“处理者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treatmenteffectonthe

treated,ATT)和“非处理者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treatmenteffectonthe
untreated,TUT).前者指对于实际上了“２１１”大学的人,上“２１１”大学和假如

不上“２１１”大学的潜在收入的平均差异;后者指对于未上“２１１”大学的个体,上
“２１１”大学带来的平均潜在回报.定义 ATT和 TUT为:

ATT＝E(Y１i－Y０i|Xi,Di ＝１)＝E(γi|Xi,Di ＝１)

TUT＝E(Y１i－Y０i|Xi,Di ＝０)＝E(γi|Xi,Di ＝０)

　　２．各种处理效应的估计

假定个体i是否上“２１１”大学由以下决策规则决定:

D∗
i ＝P(Zi)－UDi

Di ＝
１, 当D∗

i ≥０时

０, 当D∗
i ＜０时{

D∗
i 是一个潜变量,代表个体i上“２１１”大学的净回报.Zi是一组可观测的变

量,Zi可以包含部分或全部Xi,但必须包含一些Xi中没有的变量.P(Zi)表示

个体i上“２１１”大学的概率,称为倾向指数(propensityＧscore),P(Zi)越大表明

个体从上“２１１”大学中获得的回报越大,可根据logit或probit模型估计得出.

UDi是个体i在选择过程中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可以理解为个体上“２１１”大学的

成本,UDi在[０,１]区间上服从均匀分布(HeckmanandVytlacil,１９９９).对于个

体i而言,是否上“２１１”大学取决于可观测的异质性P(Zi)与不可观测的异质性

UDi的比较,UDi越大,个体上“２１１”大学的意愿越低.
定义边际处理效应(marginaltreatmenteffect,MTE)为:

MTE(Xi ＝x,UDi ＝uD)＝E(Y１i－Y０i|Xi ＝x,UDi ＝uD)

　　这是当给定个体的可观测特征(Xi＝x)以及不可观测特征(UDi＝uD)时,上
“２１１”大学的平均回报.这一回报应该等于UDi＝uD时,上和不上“２１１”大学是

无差异的那些个体的平均回报.而对于上和不上“２１１”大学是无差异的个体而

言,p(z)＝uD.因此,MTE可写为:

MTE(Xi ＝x,UDi ＝uD ＝p(z))＝E(Y１i－Y０i|Xi ＝x,P(Zi)＝p(z))

　　估计 MTE的方法有四种:参数估计法(Parametric)、多项式估计(PolynoＧ
mial)、半参数方法(SemiＧParametric)和局部工具变量法(localinstrumental
variable,LIV).(Heckmanet．al,２００６)本文采用的是局部工具变量法(LIV),
因为这种方法没有对不可观测异质性的分布做出任何假定,具有更好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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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ckmanet．al,２００６).

MTE的估计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用 Logit模型或 Probit模型估计

倾向指数P(Z).第二阶段,通过局部工具变量法(LIV)估计 MTE:

MTE(Xi ＝x,UDi ＝uD)＝ƏE(Y１i－Y０i|Xi ＝x,P(Zi)－p(z))
Əp p＝uD

　　在此基础上估计各种平均处理效应:

ATE＝∫
１

０
ωATE(x,uD)MTE(x,uD)duD,　ωATE(x,uD)＝１

ATT＝∫
１

０
ωATT(x,uD)MTE(x,uD)duD,

ωATT(x,uD)＝∫
１

uD
f(p|X ＝x)dp １

E(p|X ＝x)

TUT＝∫
１

０
ωTUT(x,uD)MTE(x,uD)duD,

ωTUT(x,uD)＝∫
uD

０
f(p|X ＝x)dp １

E((１－p)|X ＝x)
其中,f(p|X＝x)是给定X＝x时P(Z)的概率密度,ω(􀅰)为权重.

３．选择偏差和分类收益

用观察到的上“２１１”大学群体的平均收入减去未上“２１１”大学群体的平均

收入,将得到“２１１”大学回报γ的 OLS估计值,γ的概率极限如下(李雪松和赫

克曼,２００４):

plim(γ̂OLS)＝E(Y１i|Xi,Di ＝１)－E(Y０i|Xi,Di ＝０)

＝ ATE＋[E(U１i|Xi,Di ＝１)－E(U０i|Xi,Di ＝０)]
􀮩 􀮫􀮪􀪁􀪁􀪁􀪁􀪁􀪁􀪁􀪁􀪁􀪁 􀪁􀪁􀪁􀪁􀪁􀪁􀪁􀪁􀪁􀪁

偏差

＝ ATE＋E(U１i－U０i|Xi,Di ＝１)
􀮩 􀮫􀮪􀪁􀪁􀪁􀪁􀪁􀪁 􀪁􀪁􀪁􀪁􀪁􀪁

偏差

　＋[E(U０i|Xi,Di ＝１)－E(U０i|Xi,Di ＝０)]
􀮩 􀮫􀮪􀪁􀪁􀪁􀪁􀪁􀪁􀪁􀪁􀪁􀪁 􀪁􀪁􀪁􀪁􀪁􀪁􀪁􀪁􀪁􀪁

选择偏差

上式表明,如果U０i以及U１i与Di是相关的,那么 OLS估计量将是 ATE的有偏

估计,其偏差(bias)为:[E(U１i|Xi,Di＝１)－E(U０i|Xi,Di＝０)].进一步,偏差

可分解为分类收益(sortinggain)和选择偏差(selectionbias).分类收益是指对

于上了“２１１”大学的人而言,因不可观测因素带来的接受“２１１”大学的平均收

益.选择偏差是指假定上了“２１１”大学的人没有上“２１１”大学时的不可观测因

素带来的收入,与实际未上“２１１”大学的人因不可观测因素带来的收入的差异.

ATT也可通过下式得出(李雪松和赫克曼,２００４):

ATT＝ ATE＋E(U１i－U０i|Di ＝１)
这意味着ATT等于ATE加上分类收益.因此,分类收益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

解,即与随机抽取一个个体的情况相比,上“２１１”大学的个体把自己分类到处理

组中得到的平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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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两式可以得到:

plim(γ̂OLS)＝ ATT＋[E(U０i|Xi,Di ＝１)－E(U０i|Xi,Di ＝０)]
因此,选择偏差等于 OLS估计值减去 ATT.

同样地,还可以定义“非处理者的平均处理效应(TUT)”,指对于未上“２１１”
大学的个体而言,上“２１１”大学带来的平均潜在回报.

TUT＝E(Y１i－Y０i|Xi,Di ＝０)＝E(γi|Xi,Di ＝０)　　 　　　
　　类似地,对于未上“２１１”大学的个体而言,偏差为:

E(U０i|Xi,Di ＝０)－E(U１i|Xi,Di ＝１)＝ ATE－plim(γ̂OLS)　　
　　 ＝E(U０i－U１i|Xi,Di ＝０)

􀮩 􀮫􀮪􀪁􀪁􀪁􀪁􀪁􀪁 􀪁􀪁􀪁􀪁􀪁􀪁
分类收益

　　　＋[E(U１i|Xi,Di ＝０)－E(U１i|Xi,Di ＝１)]
􀮩 􀮫􀮪􀪁􀪁􀪁􀪁􀪁􀪁􀪁􀪁􀪁􀪁 􀪁􀪁􀪁􀪁􀪁􀪁􀪁􀪁􀪁􀪁

选择偏差

同样地,对于非处理组而言,偏差可分解为分类收益和选择偏差.分类收益是

指对于未上“２１１”大学的人而言,因不可观测因素带来的未接受“２１１”大学教育

的平均回报.选择偏差是指假定未上“２１１”大学的人上了“２１１”大学时的不可

观测因素带来的收入,与实际上了“２１１”大学的人因不可观测因素带来的收入

的差异.
类似地可以得到:

ATE＝TUT＋E(U０i－U１i|Di ＝１)

TUT＝plim(γ̂OLS)＋E(U１i|Xi,Di ＝０)－E(U１i|Xi,Di ＝１)

　　也就是说,对于未上“２１１”大学者而言,分类收益等于 ATE减去 TUT,选
择偏差等于 TUT减去 OLS估计值.

选择偏差比较的是两类群体的潜在收入差异.如果上了“２１１”大学者和未

上“２１１”大学者的选择偏差均小于０,说明上了“２１１”大学者如果不上“２１１”大
学,其收入将小于实际未上“２１１”大学者,而未上“２１１”大学者若上了“２１１”大
学,其收入将小于实际上了“２１１”大学者,这种选择遵循了比较优势(comparaＧ
tiveadvantage)的原则.如果上了“２１１”大学者的选择偏差大于０而未上“２１１”
大学者的选择偏差小于０,说明无论如何,上了“２１１”大学者的收入均高于未上

“２１１”大学者,这反映了前者的能力平均而言高于后者,也就是说选择反映的是

能力分层(hierarchicalability)(Willis& Rosen,１９７９).而分类收益比较同一

群体的潜在收入差异,分类收益为正,说明个体“有意”(purposive)把自己归类

于上了“２１１”大学的人或未上“２１１”大学中的一类;而分类收益为负,则说明个

体的归类是“不情愿的”(involuntary),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导致其做出不情愿

的选择.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大学质量的全部经济回报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在

所受大学教育数量相同(即学历相同)的情况下,高质量的大学教育增加了个体

的人力资本,提高其工资收入,可视为大学质量的直接回报;另一方面,接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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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大学教育有可能增加个体接受更多教育(如上研究生)的概率,①最终提

高其工资收入,可视为大学质量的间接回报.本文关注的是个体所上的第一所

大学的质量的全部经济回报,因为这样才能全面地体现大学质量的影响.

四、样本和数据

在估计大学质量回报率的国外研究中,分析样本都是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学

学历劳动者,估计的是其所上大学的质量对其工资收入的影响(Behrman,et
al．,１９９６;Black& Smith,２００４;Brand& Halaby,２００６;Hoekstra,２００９;

Long,２００８,２０１０;Borgen,２０１４).但在针对我国的研究中,李宏彬等(Liet
al．,２０１２)使用对大学在校生的调查数据,用毕业生的起薪衡量收入.这就存

在两个问题:其一,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很严重,即在调查时还有一些学生没有找

到工作或没有起薪的数据,还有一些学生因为考上了研究生或出国留学,也没

有起薪数据;其二,使用即将毕业的劳动者的数据仅能考察大学质量对个人职

业初期收入的影响,而无法体现大学质量对个人收入的长期影响.罗亚卡等

(Loyalkaetal．,２０１２)使用大学在校生的调查数据,面临与李宏彬等(Liet
al．,２０１２)同样的问题.而且该研究用在校生的期望起薪而不是实际起薪衡量

其收入,存在明显的测量误差.钟海(Zhong,２０１１)和范静波(２０１３)虽然使用了

住户调查数据,但前者的样本包括所有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后者的样本包括高

中及以上学历劳动者.这样的样本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大学质量的回报可以

看作一种处理效应(treatmenteffect),即上了高质量大学和低质量大学的劳动

者的收入差异,而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劳动者没有接受大学教育,不应该包含在

分析样本中.另外,任兆璋和范闽(２００５)使用的是招聘网站的简历信息,样本

的代表性和数据的真实性受到挑战,而且该研究的样本包括高中及以上学历的

所有劳动者.在关于我国的研究中,只有刘泽云和邱牧远(２０１１)的研究与国外

相关研究相同,使用住户调查中大学学历劳动者的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４年的城镇住户调查,调查对象为城

镇市区和县城关镇区内的住户,笔者在国家统计局例行的住户调查中增加了一

些问题详细询问受访者的教育经历.受到研究经费的限制,本文的调查样本只

涉及北京、浙江、黑龙江、山西、陕西和贵州等６个省(区、直辖市),但应该说这

些省(区、直辖市)能够比较好地代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不同经济发展

水平地区的情况.② 分析样本限定在１９７８年后接受了大学教育、年龄为１６~６０

①

②

相关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例如,艾德等(Eideetal．,１９９８)对美国的研究表明,本科的教育质

量会影响个体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概率.而罗亚卡等(Loyalkaetal．,２０１２)对中国的研究表明,本科大学

的质量对在校大学生上研究生或准备上研究生的概率没有显著影响.
２００４年,这些省(区、直辖市)的人均 GDP分别为:北京３７０５８元、浙江２３９４２元、黑龙江１３８９７

元、山西９１５０元、陕西７７５７元、贵州４２１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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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并且在２００４年取得劳动收入的在职劳动者.
在调查问卷中,受访者填写了自己最后一次高考后所上大学的名称.根据

教育部公布的 “２１１”大学名单,可以判断受访者所上的第一所大学是否为“２１１”
大学.经整理后,用于分析的样本数为７５３人,其中１２４人(约占１６．５％)所上

的第一所大学为“２１１”大学.需要说明的是,２００８年以后,“２１１”大学的数量固

定为１１２所,不再发生变化.本文使用的是２００４年的调查数据,当时这１１２所

大学中还有一些未入选“２１１工程”.本文数据分析中所指的“２１１”大学是２００４
年之前入选“２１１工程”的大学.

表１　研究中使用的变量及定义

变量 定义

Y:结果变量 年工资的对数

D:处理变量 个体所上的第一所大学为“２１１”大学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X:工资方程中的

控制变量

性别、民族、工作经验、工作经验平方、父亲受教育年限、工作行业、工
作单位所有制性质、工作地所在省(区、直辖市)

Z:选择方程中的

解释变量

性别、民族、父亲受教育年限、年龄、高中毕业时家庭消费水平、兄弟

姐妹数量、高中质量、高考所在省(区、直辖市)“２１１”大学数量、高考

所在省(区、直辖市)大学入学机会指数

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使用的变量见表１.具

体定义如下:
结果变量(Y)是年工资的对数.年工资指２００４年全年的工薪收入,即劳动

收入,包括基本工资、津贴、奖金、提成和平均加班费等.
处理变量(D)是虚拟变量,个体所上的第一所大学为“２１１”大学时取值

为１.
影响结果的变量(X)即控制变量(Carneiro,etal．,２０１０),包括七项.第

一,性别.第二,民族.第三,工作经验(＝年龄－６－受教育年限)及工作经验

的平方.第四,父亲受教育年限.这一变量作为个体能力的代理变量,以减小

遗漏能力变量引起的估计偏误.① 第五,工作行业,分为四类:农业和工业(包括

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气、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服
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

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

务业);科教文卫(包括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

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包括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第六,工作单位所有制性质,分为四

类:党政机关和军队、事业单位、国有及控股企业、其他.第七,工作地所在省

① 之所以没有使用母亲受教育年限,是因为样本中这一变量的缺失值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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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直辖市).①

决定个体是否参与处理的变量(Z)包括了X 中的一些变量,即性别、民族

和父亲受教育年限.同时还包括X 中没有的一些变量,这类变量称为工具变量

(Carneiroetal．,２０１０).工具变量包括:
第一,年龄.本文将样本分为３０岁及以下、３１~４０岁、４１~５０岁以及５０

岁以上四个年龄组,以反映不同年代在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和供给方面的

差异.
第二,接受高等教育需要个人支付学费等直接成本,并承担因上学而放弃

的收入,因此家庭经济状况会影响个体的高等教育选择.相关研究中常用父母

的收入衡量家庭经济状况,本文的数据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但调查问卷中询问

了被调查者高中毕业时家庭在当地的消费水平,分为“高”“一般”和“低”三个等

级,以此来衡量个体在高中毕业时的家庭经济状况.②

第三,在既定的家庭资源约束下,家庭在子女的数量(quantity)与质量

(quality)之间存在权衡取舍,而教育是子女质量的重要方面之一.可以预期,
家庭中子女数量的增加会降低子女的质量(包括所受教育的数量与质量)
(BjörklundandSalvanes,２０１１).本文用“兄弟姐妹数量”这一变量来体现这一

影响.
第四,高中时学校的质量也会对能否进入高质量大学产生影响.调查问卷

中询问了被调查者所就读的高中在当地是何种等级,分为“好”“一般”和“差”三
个等级,以此来衡量个体的高中教育质量.

第五,相关研究中常用高中时居住地附近大学的可获得性来考察高等教育

供给对个体教育选择的影响(Long,２００８;Carneiroetal．,２０１０).本文使用的

变量是在个体最后一次参加高考的省(区、直辖市)的“２１１”大学数量.
最后,中国高考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高校的招生指标是按省(区、直辖

市)来确定的.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省(区、直辖市),“２１１”大学的招生指标与高

考考生的比例存在差异.个体和家庭特征相同的两个人如果在不同的省(区、
直辖市)参加高考,那么他们进入“２１１”大学的机会是不同的.③ 由于缺乏数据,
笔者无法计算各个省(区、直辖市)每个年份进入“２１１”大学的入学机会.考虑

到各个省(区、直辖市)的大学入学机会与“２１１”大学入学机会存在很强的相关

①

②

③

样本中包括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因此个体的学历或受教育年限也是影响工资收入的重要

因素.但是,如前所述,本文关注的是大学质量的全部经济回报,如果控制了学历或受教育年限,那么只

能估计出大学质量的直接回报.因此,本文在工资方程中不加入学历或受教育年限.
除了经济资本,影响个体高等教育选择的还有家庭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选择方程中加入

的“父亲受教育年限”这个变量,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家庭文化资本.但是,根据调查问卷无法获知被调

查者在高中毕业时的其他家庭信息(如父母职业、家庭社会关系等),因而无法考虑家庭社会资本的影响.
例如,乔锦忠(２００７)计算了２００６年中央部属高校在全国各个省(区、直辖市)的计划录取率(部

属高校在该省的计划招生数除以该省高考报名人数).其中,上海市最高(１３．７７％),河南省最低(１．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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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本文以前者作为后者的替代性指标.具体而言,本文使用了李立峰和刘海

峰(２００７)计算的１９７８—２００２年各省的大学入学机会指数.其计算方法是,首
先计算某省(区、直辖市)本专科招生人数占全国本专科招生人数的比例,然后

计算该省(区、直辖市)高考报名人数占全国高考报名人数的比例,前者除以后

者就得到该省(区、直辖市)的大学入学机会指数.① 某省(区、直辖市)的大学入

学机会指数大于１表明该省(区、直辖市)的大学入学机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等于１表明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小于１表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大学入学机

会指数的数值越大,说明该省(区、直辖市)高考考生进入大学的可能性越大,也
近似地意味着进入“２１１”大学的可能性越大.本文使用的数据记录了个体最后

一次参加高考的年份和省(区、直辖市),可以确定每一个个体的大学入学机会

指数.
表２所示为全部样本以及处理组(“２１１”大学)和非处理组(非“２１１”大学)

两个子样本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上过和未上“２１１”大学的样本的年工资均

值分别为２９００７元和２０２７１元,前者比后者高约４３％.两个子样本在民族、父
亲受教育年限、工作行业、工作单位所有制性质、工作地所在省(区、直辖市)、年
龄、兄弟姐妹数量、家庭消费水平、高中学校质量、高考所在省(区、直辖市)
“２１１”大学数量、高考所在省(区、直辖市)大学入学机会指数等方面存在比较明

显的差异.

表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全部样本
(N＝７５３)

“２１１”大学(处理组)
(N＝１２４)

非“２１１”大学
(非处理组)
(N＝６２９)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年工资(元) ２１７１０ １５３８８ ２９００７ １８８３５ ２０２７１ １４１９４
年工资对数 ９．７７ ０．６９ １０．１０ ０．５９ ９．７０ ０．６９
工作经验(年) ２０．５１ ５．７３ １９．９３ ６．２８ ２０．６３ ５．６２
性别(男性＝１)∗ ０．５８ ０．５８ ０．５８
民族(少数民族＝１)∗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０７
父亲受教育年限(年) ８．２８ ４．１９ ９．６２ ４．１９ ８．０２ ４．１４
工作行业

　农业和工业∗ ０．１８５ ０．１５３ ０．１９１
　服务业∗ ０．１７９ ０．１８５ ０．１７８
　公共管理∗ ０．２７６ ０．２８２ ０．２７５
　科教文卫∗ ０．３６０ ０．３７９ ０．３５６

① 由于缺乏各省每年高考报名人数的数据,李立峰和刘海峰(２００７)用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的数据对各

省高中毕业生数与高考报名人数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发现二者高度正相关,因此在计算中,实际使用的

变量是高中毕业生数而非高考报名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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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全部样本
(N＝７５３)

“２１１”大学(处理组)
(N＝１２４)

非“２１１”大学
(非处理组)
(N＝６２９)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工作单位所有制性质

　党政机关及军队∗ ０．２２２ ０．１８５ ０．２２９

　事业单位∗ ０．３９６ ０．４１９ ０．３９１

　国有及控股企业∗ ０．２４３ ０．２１８ ０．２４８

　其他∗ ０．１３９ ０．１７７ ０．１３２
工作地所在省(区、直辖市)

　北京∗ ０．１６６ ０．３０６ ０．１３８

　山西∗ ０．１９７ ０．１０５ ０．２１５

　黑龙江∗ ０．１６５ ０．０８１ ０．１８１

　浙江∗ ０．１４２ ０．１２１ ０．１４６

　贵州∗ ０．１８１ ０．１７７ ０．１８１

　陕西∗ ０．１５０ ０．２１０ ０．１３８
兄弟姐妹数量 ３．３９ １．４９ ２．９３ １．５１ ３．４８ １．４７
年龄

　３０岁及以下∗ ０．１３ ０．１５ ０．１３

　３１~４０岁∗ ０．５９ ０．６５ ０．５８

　４１~５０岁∗ ０．２６ ０．１５ ０．２８

　５１~６０岁∗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１
高中毕业时家庭消费水平

　高∗ ０．０９ ０．１２ ０．０８

　一般∗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６８

　低∗ ０．２４ ０．２１ ０．２４
高中质量

　高∗ ０．４２ ０．４６ ０．４１

　一般∗ ０．２２ ０．２７ ０．２１

　低∗ ０．３６ ０．２７ ０．３８
参加 高 考 所 在 省 (区、直 辖

市)“２１１”大学的数量
５．８２ ８．１９ ７．９９ ９．５２ ５．３９ ７．８４

参加 高 考 所 在 省 (区、直 辖

市)的大学入学机会指数
１．３０ １．０２ １．５０ １．１７ １．２６ ０．９８

　　注:∗ 表示该变量为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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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学质量回报的估计结果

(一)倾向指数的估计

　　本文用Logit模型估计了倾向指数,被解释变量为个体所上第一所大学是

否为“２１１”大学的虚拟变量(取值为１表示上了“２１１”大学,取值为０反之),解
释变量为表１中的Z,结果见表３.以父亲受教育年限衡量的个体能力对进入

“２１１”大学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在家庭背景方面,兄弟姐妹数量对进入“２１１”大
学的影响显著为负.高中质量的影响也是显著的,从低质量高中毕业的个体进

入“２１１”大学的概率比从高质量高中毕业的个体显著要低.另外,个体参加高

考所在省(区、直辖市)“２１１”大学的数量越多,则有更大的可能性进入“２１１”
大学.

不同年龄组人群在高质量大学入学机会和工资回报机制方面存在差异,而
且在不同的年代,高质量大学的数量和范围也在发生变化.为了捕捉年龄组之

间的差异,最好的办法是分不同年龄组进行分析.但本文的样本数较少,如果

根据分年龄组进行回归,子样本的样本数会过少,影响估计的精确性.因此笔

者只是在基于总样本的回归中加入了代表年龄组的虚拟变量.表３的结果表

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３０岁及以下的群体相比,５１~６０岁的群体有

更大的机会进入“２１１”大学.这可能是因为在这些年长的人群接受高等教育

时,中国的大学数量还不多,而且大部分是后来入选“２１１工程”的大学.而到

３０岁及以下的劳动者上大学时,所有大学中“２１１”大学所占的比重已经大大下

降了.

表３　倾向指数的估计:Logit模型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误

年龄组(以３０岁及以下为对照组)

　３１~４０岁 ０．４０３ ０．３１６
　４１~５０岁 －０．２２４ ０．３８９
　５１~６０岁 ２．１３３∗∗∗ ０．７２０
女性 ０．１３５ ０．２１２
少数民族 ０．５３４ ０．３５５
父亲受教育年限 ０．０７８∗∗∗ ０．０２７
兄弟姐妹数量 －０．２０２∗∗ ０．０８９
高中毕业时家庭消费水平(以高消费水平为对照组)

　一般 －０．１５５ ０．３３７
　低 ０．１４３ ０．４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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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误

高中质量(以高质量高中为对照组)

　一般 ０．１３５ ０．２５６
　低 －０．４１０∗ ０．２４８
参加高考所在省(区、直辖市)“２１１”大学的数量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６
参加高考所在省(区、直辖市)的大学入学机会指数 －０．１５２ ０．２０５
常数项 －１．９６２∗∗∗ ０．５９４
样本数 ７５３

　　注:∗ p＜０．１,∗∗p＜０．０５,∗∗∗p＜０．０１;标准误为稳健性标准误;被解释变量为“２１１”
大学.

图１给出“２１１”大学毕业生和非“２１１”大学毕业生倾向指数的Kernel分布,
横轴为倾向指数的估计值,纵轴为kernel概率密度.非“２１１”大学毕业生集中

在倾向指数较低的部分,倾向指数分布在０~０．５的区间.“２１１”大学毕业生的

分布相对而言比较均匀,倾向指数分布在０~０．９的区间.

图１　处理组和非处理组倾向指数的Kernel分布

(二)大学质量的回报:各种处理效应

图２给出使用局部工具变量法(LIV)得到的 MTE随着不可观测因素UD

变化的情况(带宽＝０．１).如前所示,UD是个体在选择过程中不可观测的异质

性,可理解为个体上“２１１”大学的成本.UD值越大,代表上“２１１”大学的成本越

高,从而进入“２１１”大学学习的概率越低.图２表明随着UD的上升,MTE总体

呈现下降趋势.这意味着大学质量的回报率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而且接受高质

量大学教育成本越低的个体从高质量大学教育中获得的边际回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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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边际处理效应(MTE)

表４所示为表示大学质量回报的各种处理效应.ATE为０．１１４,即从接受

高等教育的劳动者中随机抽取一个个体,上“２１１”大学与不上“２１１”大学的期望

年工资差异为１１．４％.这就证实了大学教育的质量存在正的经济回报.ATT
为０．４５１,TUT为－０．２２３.ATT＞ATE＞TUT,与 MTE随 UD减小的事实相

吻合,表明实际上了“２１１”大学的个体获得的大学质量的回报大于随机挑选的

个体获得的回报,更大于实际未上“２１１”大学的个体假如进入“２１１”大学可能获

得的回报.TUT为负数,意味着实际未上“２１１”大学的个体如果进入“２１１”大
学,其收入水平将下降.此外,IV＞OLS＞ATE,说明由于存在不可观测的异质

性,OLS和IV的估计方法都难以正确估计大学质量的回报.
此外,无论对于处理组还是非处理组,选择偏差均为负,说明是否上“２１１”

大学的选择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原则.而无论对于处理组还是非处理组,分类收

益均为正,说明个体的选择是有意的而非不情愿的.上述两个结论表明,个体

基于比较优势自愿地做出了是否上“２１１”大学的选择.
在利用异质性模型估计我国大学教育回报的现有文献中,李雪松和赫克曼

(２００４)发现２０００年接受大学教育的 ATE为０．４３３６,王小军等(Wangetal．,

２００９)发现１９８８、１９９５和２００２年的 ATE分别为０．２１８、０．３５１和０．９７５,张巍巍

和李雪松(２０１４)发现在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９年的 ATE 分别为０．２２０、０．３９６、

０􀆰４５６.而且,这三项研究都发现 ATT＞ATE＞TUT.上述研究表明了在中

国,接受大学教育的确能给个体带来经济回报,本文进一步证实了大学教育的

质量也存在正的经济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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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大学质量的回报

参数 估计值 参数 估计值

OLS ０．２８８ 处理组(“２１１”大学)

IV ０．４４１ 选择偏差(OLSＧATT) －０．１６３

ATT ０．４５１ 分类收益(ATTＧATE) ０．３３７

ATE ０．１１４ 非处理组(非“２１１”大学)

TUT －０．２２３ 选择偏差(TUTＧOLS) －０．５１１
偏差(OLSＧATE) ０．１７４ 分类收益(ATEＧTUT) ０．３３７

　　注:１．OLS估计的因变量为年工资对数,解释变量包括是否上“２１１”大学的虚拟变量以

及表１中的X.
２．IV(工具变量)估计中用倾向指数作为是否上“２１１”大学的工具变量,其余解释变

量为表１中的X.

(三)对估计结果和估计方法的进一步讨论

尽管存在样本或方法上的差异,仍然可以将本文的估计结果与现有研究结

果进行一些比较.李宏彬等(Lietal．,２０１２)基于２０１０年大学生调查数据,使
用 OLS估计发现“２１１”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比非“２１１”大学毕业生平均高

１０􀆰７％.岳昌君和陈昭志(２０１５)基于２０１３年大学生调查数据,使用分层线性

模型(HLM)发现“２１１”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起薪比非“２１１”大学本科毕业生平均

高８􀆰９％.除了方法上的差异,笔者认为这两项研究的估计结果低于本文的估

计结果(１１􀆰４％)的原因是:这两项研究的样本中没有包括考上了研究生或出国

留学的学生,因而估计的是大学质量的直接回报,而本文估计的是大学质量的

全部回报(包括直接回报和间接回报).
另外,刘泽云和邱牧远(２０１１)基于与本文相同的数据,使用倾向指数匹配

法,发现上“２１１”大学的ATE为０．３６５,远高于本文的估计结果.笔者认为匹配

法无法控制不可观测的异质性,所以该研究可能高估了大学质量的回报.
包括本文在内,针对我国的研究大多发现大学质量存在显著的经济回报

(任兆璋、范闽,２００５;刘泽云、邱牧远,２０１１;Zhong,２０１１;Lietal．,２０１２;范静

波,２０１３;岳昌君和陈昭志,２０１５).而针对美国的研究则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
例如,布莱克(D．A．Black)和史密斯(J．A．Smith)发现高质量大学的回报只有

在未控制劳动者受教育年限时才是显著的(Black&Smith,２００４).布兰德(N．
T．Brand)和哈拉比(N．C．Halaby)发现就读于精英大学只对劳动者早期的职业

生涯产生影响,对中期和后期的职业生涯没有显著影响(Brand & Halaby,

２００６).而龙(Long,２００８)用五个指标衡量大学质量,发现大学质量对年轻女性

劳动者的小时工资没有影响,而用某些指标衡量的大学质量对年轻男性劳动者

的小时工资有显著的正面影响.除了估计方法的不同,针对中国的研究结论与

针对美国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还可能有三个原因:其一,衡量大学质量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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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导致估计结果不同.遗憾的是,由于缺乏高等学校的相关数据,对于中国

的研究都很难使用不同指标衡量高等学校的质量,难以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

性.① 其二,从理论上说,遗漏能力变量和家庭背景变量会高估大学质量的回

报.美国研究者使用的数据中有很多变量可作为二者的代理变量,如能力测试

的成绩、高中时的成绩、父母的收入,等等.但有关中国的研究普遍缺乏上述数

据,可能没有很好地纠正遗漏变量造成的估计偏误,导致估计结果偏高.其三,
一些特殊的因素使得大学质量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在中国比在美国大.譬如,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性较强,城市劳动力的流动性不高,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劳

动者不但在初次就业时更容易获得高收入的职位,而且能够在其终生都保持这

种收入优势.

六、结　　语

由于存在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和异质性回报,传统的 OLS、匹配法和工具变

量法等方法都难以正确估计处理效应.本文基于２００４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

据,以“２１１”大学作为中国高质量大学的标准,使用赫克曼等人建立的异质性模

型,发现我国大学质量的平均回报(ATE)为１１．４％,实际接受了高质量大学教

育的群体的平均回报(ATT)更高,达到了４５．１％.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大学

质量对劳动者的收入存在正面影响,特别是对实际上毕业于高质量大学的人而

言,大学质量的回报是非常可观的.研究还发现,无论对于处理组还是非处理

组,选择偏差均为负而分类收益均为正,表明个体基于比较优势自愿地做出了

是否上“２１１”大学的选择,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看实现了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近年来,我国政府已经把提高教育质量作为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例如,

２０１０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提出:
“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原教育部长袁贵仁在２０１６年全国教

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指出:“当前最根本、最集中、最迫切的,是要切实增强质

量意识,提高教育质量.”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笔者认为,提高教育质量不仅是

教育发展本身的需要,对于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增加居民收入乃至促进经济增

长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分析基于我国２００４年的数据,随着时间的推移,我

国大学质量的回报可能会发生变化,这需要更近年份的数据来进行检验.同

时,进一步的研究还应该分析大学质量给个人带来的非货币性回报,以及对经

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这样才能更完整地理解提高大学质量的社会经济价

值,从而为个人和政府的高等教育投资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持.

① 本文尝试以“９８５大学”作为高质量大学的标准,但样本中上了“９８５大学”的个体很少,难以保证

估计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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